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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干部年轻化与
村级治理悬浮化

———以陕西西安 G 镇为例

安永军1,2

(1. 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 北京摇 100124; 2.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 北京摇 100124)

摘摇 要: 分析陕西西安 G 镇村干部年轻化现象后发现:村干部年轻化并未将年轻人的人力资本优势转

变成村庄治理能力,反而造成了村级治理的悬浮化。 年轻村干部与村庄处于经济和社会双重脱嵌的关

系中,不仅自身利益和身体不在村庄,而且生活面向、社会关系和价值归属也均不在村庄;导致简约治理

模式的削弱,村干部的社会性激励弱化、村庄内的地方性规范失效,社会性资源无法转化成治理资源。
村级治理因此走向悬浮化:一方面,陷入与村民需求相互脱离的内卷化困境;另一方面,又陷入既排斥老

村干部又依赖老村干部的非正式顾问化困境。 年轻人参与村级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全盘年轻化,而在于

后备干部的梯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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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治理有效冶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

标,而且乡村治理还是实现“产业兴旺冶等其他目标的基础条件。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主

体,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人才基础,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谁来治

村冶就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1]。
关于村治主体研究,人力资本视角关注村干部的胜任能力问题,认为年轻人因为其人力资本优

势能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尤其是经济发展绩效。 王宣瑜等认为,村干部的人力资本状况能够影响到

村民的投票行为和村干部的村务决策及村务管理行为,进而影响到村级治理的绩效[2]。 赵波等发

现,村干部的素质特征与农村经济发展显著相关,其文化素质和综合能力素质是影响农村经济发展

的主要因素[3]。 由于年轻人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人力资本优势也较为突出,
高梦滔等指出,村干部的知识化对农民平均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村干部的年轻化对于降低贫困

率有促进作用[4]。 关于大学生村官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大学生村官等青年人才在产业发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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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建设和集体经济增长等方面作用显著[5]。
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多数是定量分析,那么在实践语境中,年轻人的人力资本

优势是否能够发挥出来呢? 在关于大学生村官的定性分析中,学者注意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大学

生村官的融入难问题。 钱德洲等指出,大学生村官制度的“国家逻辑冶与“乡土逻辑冶存在断裂,引
发了政府意图和乡土情理之间的悖论[6]。 郭明也指出,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面

临困境,成了“弱化的国家政策嵌入者冶、村务工作中的“秘书人员冶和“无根的农村治理群体冶 [7]。
其实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青年村干部也面临着自身角色定位模糊的身份认同困境[8]。

事实上,除了人力资本视角外,社会结构视角也是村治主体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视角。 杜赞奇提

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分析村治主体与村庄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文化网络使村治主体在面

对国家时,能够成为维护村庄利益的“保护型经纪冶 [9]。 费孝通也认为,士绅在国家与社会的“双轨

治理冶中发挥沟通桥梁的角色,原因在于其在乡村社会中拥有较高的地方性权威[10]。 徐勇则提出

了村干部的双重角色理论,指出村干部不仅是国家的代理人,同时也是村民的当家人[11]。 之所以

说村干部对村庄具有“保护性冶作用,是因为村干部本身也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一员,其行为逻辑也

要受到村庄社会结构的约束。 所以,桂华从村干部和村庄的嵌入关系入手,指出在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应该由与村庄嵌入程度更高的中农群体来承担村治责任[12]。
人力资本视角的研究忽视了村干部本身是在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下,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且不

领取薪酬、只享受误工补贴的非职业化干部,在村干部本身职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过于强调人

力资本,就忽视了村民自治的特殊性。 事实上,村干部作为村民自治的核心主体,与村庄社会存在

紧密的关联,因此,本文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村干部的年轻化现象。 从实践来看,2021 年的村干

部换届工作中,年轻化已经成为部分地区鲜明的政策导向。 此次村干部年轻化具有 2 个特征:
(1)年轻化的程度深,村两委班子的多数村干部都年轻化,部分主职村干部也年轻化了;(2)村干部

年轻化的内生性,即年轻的村干部均是本地村民,那么,此次村干部年轻化中,村干部的人力资本优

势能否充分发挥,其与村庄社会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对村庄治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本文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出发,尝试对所发现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年轻村干部与村庄的脱

嵌关系,然后分析脱嵌关系下传统的简约治理模式的削弱和失效,最后分析其所导致的村级治理悬

浮化的治理后果。 本文的分析材料均来自于笔者于 2021 年 7 月在陕西西安 G 镇进行的为期 20 天

的实地调研。

二、村干部年轻化及其与村庄的脱嵌

村干部年轻化成为 2021 年村两委换届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并且呈现出兼业化和女性化的特

征。 年轻村干部和村庄处于脱嵌关系中,既包括自身利益不在村中和身体不在村中的经济脱嵌,也
包括生活面向不在村中、社会关系不在村中以及价值归属不在村中的社会脱嵌。

(一)村干部年轻化的表现

本文所说的村干部年轻化是指村两委班子中 35 岁以下的年轻村干部比例的显著上升和村干

部平均年龄的显著降低。 村干部年轻化在 2021 年的村两委换届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新现象,村
干部年轻化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为加强村干部在产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在换届过程中,出台

了年轻化的硬性政策要求。 陕西西安的换届政策是,55 岁以上的不允许进入村两委班子,且每个

村至少应有 1 名 35 岁以下的村干部。 表面上看,政策只要求有 1 名 35 岁以下的村干部,并未要求

全盘年轻化,但是 55 岁的年龄上限倒逼了村干部的年轻化。 从乡镇政府的角度看,如果选择 50 岁

左右的村干部,干不了一届就要退出,无法保证村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村庄内部 40 ~ 50 岁年龄段

的中年人与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一样都比较稀少,尽可能动员 35 岁以下年轻人加入村干部队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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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早进行培养,才有利于村干部队伍的稳定性。 因此,在 55 岁的年龄上限的倒逼下,村干部年轻化

成为了乡镇政府的理性选择。
在西安 G 镇,2021 年换届后,35 岁以下村干部占比达 61郾 9% ,村干部平均年龄达 38郾 1 岁;而

换届以前,35 岁以下村干部占比约为 25%左右,平均年龄为 45郾 3 岁。 可以看到,换届以后村干部

年轻化的程度显著增加。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 BF 村,该村现任村两委班子共有 8 名村干部,除了

村书记 48 岁以外,其他村干部均为 35 岁以下,村干部平均年龄为 33郾 3 岁,是 G 镇最年轻的村两委

班子,其中有 6 名村干部是首次担任村干部的“新人冶;另一个 XM 村,现任村两委班子共有 7 名村

干部,除了书记、副书记和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年龄分别为 45 岁、48 岁和 52 岁以外,其余 4 名村

干部均为 35 岁以下的年轻村干部,其中有 3 人是首次担任村干部的“新人冶。 具体而言,村干部年

轻化呈现出以下 2 个显著特征。
1郾 兼业化

老村干部原本也是兼业的,而年轻村干部的兼业化又有一个新特征,即在村外兼业。 村庄内就

业机会原就有限,且主要集中在农业兼业上,而传统的小农经营模式对于年轻人而言没有吸引力,
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创业风险又太大,因此,在村庄内农业兼业的年轻人较少。 年轻村干部中的男性

村干部,一般是在村庄外县域内的工商行业兼业。 如 BF 村 7 名 35 岁以下的村干部中,有 4 名男性

党支部委员,均在县域范围内兼业:冯夏淤时年 31 岁,在家中经营的纸箱厂里做销售;冯学时年 30
岁,在镇里经营机械加工厂和驾校;张宗祥时年 34 岁,为县水务局聘用人员;冯翔宇时年 30 岁,在
县城务工。 而 XM 村的 4 名 35 岁以下村干部中,有 2 名男性村干部也是在县域范围内兼业,党支

部委员张综,时年 29 岁,在镇上经营建材店和冷库;村委会委员李培,时年 35 岁,在县城经营汽车

修理店。
2郾 女性化

由于本地村庄年轻人数量较少,留守妇女就成了村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村干部队伍出现了显

著的女性化特征。 传统的村两委班子中,一般只设妇女主任 1 名女性村干部,而本次村干部换届

后,各村的女性村干部都在 2 人以上。 留守妇女留在村庄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照顾家庭,担任村干部

与照顾家庭也不冲突,又可以获取兼职收入,因此较有吸引力。 如 BF 村的 7 名 35 岁以下的村干部

中,有 3 名为女性村干部:村委会副主任翟娜娜时年 34 岁,为了照顾公婆和孩子留在家中;党支部

委员丁新,时年 28 岁,幼儿园聘用教师,周末在村里协助处理文字工作;村委会委员金晶,时年 31
岁,为照顾小孩留在家中。 而 XM 村的 4 名 35 岁以下村干部中,有 2 名女性村干部:妇女主任柳雨,
时年 30 岁,为照顾小孩留在家中;村委会委员花宁时年 30 岁,为照顾公婆和孩子留在家中。

(二)“村里的村外人冶:村干部与村庄的脱嵌

年轻村干部虽然从户籍上看是村庄村民,但他们与村庄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关联,不仅自身长期

不在村,而且其价值归属也不在村,由此形成身心均不在村庄的脱嵌状态,成为“村里的村外人冶。
传统的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干部作为熟人社会的一员,与其他村民一样受到村庄社会规范的约

束,随着人口外流,熟人社会也开始逐渐解体,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开始减弱,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理

性化,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冶 [13]。 但是,“半工半耕冶的家庭生计模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并

未完全脱离农业,小农经济作为熟人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基础,仍然有力地延续着,同时,即使是已经

退出农业的农民,长期在村庄中生活,已经建立对熟人社会的归属感,因此,村庄虽然面临着“无主

体冶的困境,但是并未丧失“主体性冶,熟人社会的价值规范仍然能够不断地再生产[14]。 但是,年轻

人由于长期在村庄外工作生活,从来没有进入农业,与村庄缺少关联,因此缺少对村庄的归属感,与
仍留在农业或中间退出农业的中老年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其与村庄的关系是一种脱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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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脱嵌具体体现在经济脱嵌和社会脱嵌 2 个方面。
1郾 村干部与村庄的经济脱嵌

年轻村干部具有兼业化和女性化 2 个典型特征。 男性村干部一般是在县域范围内兼业,主要

从事非农的小商业经营,其商业经营与村庄没有任何关联。 而女性村干部虽然没有兼业,但是也已

经脱离农业劳动,其收入来源主要来自村干部的工资收入,其生产活动与村庄也没有任何关系。 因

此,这种村干部的经济收入脱离村庄的现象可以称为经济脱嵌。 经济脱嵌具体表现在以下 2 个

方面。
(1)利益不在村。 年轻村干部大多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无论是只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小农户

生产,还是流转村民土地的规模化生产,都很少看到年轻村干部的身影。 而农业生产是村庄治理的

重要内容,道路修建、水利维护等村庄公共事务与农户私人利益紧密相关,村干部作为农户中的一

员就能够代表广大农户的治理需求,而由于年轻村干部已经脱农化,其私人利益也不在村,因此,对
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绩效的关切程度也较低。 这与中农村干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农村干部一般

是村庄中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其个人利益实现与村庄公共利益实现存在紧密的关联,水利、道路

等农业公共品的供给会影响其农业经营产出,其对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绩效的关切程度也更高,而对

治理绩效的关切也会转化为村干部的治理动力[15],。
(2)身体不在村。 对于兼业的男性村干部来说,由于其经济收入来自村外,且常年生活在村庄

外,恰恰是当了村干部以后,回村的时间才增加了。 而女性村干部虽然为了照顾家庭常年生活在村

庄,由于其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与其他村民的互动较少,关注点局限于家庭范围内,因此对村庄也

并不了解。 村干部的身体不在村,导致其对村庄和村民的熟悉程度较为有限,且多数是在当了村干

部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才和村民们熟悉起来。
2郾 村干部与村庄的社会脱嵌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冶 [10]7村民因为这种粘

着性而被固定在土地上,熟人社会因此得以生成。 而由于年轻村干部与村庄的经济脱嵌,其生产活

动已经脱离了土地,其利益和身体均不在村庄,导致其在村庄内的社会关系再生产难以维系,进而

导致其与村庄的社会脱嵌。 农民工普遍与村庄处于经济脱嵌状态,但是一代农民工一般维持着

“半工半耕冶的家庭生计模式[16],尚未完全脱离农业,且在外出务工以前,有农业生产经验和村庄生

活经历;而年轻村干部多数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完全脱农化了,其农业生产经验为零,成年以后

的村庄生活经历也非常有限,因此,其经济脱嵌更容易转变为社会脱嵌。 具体而言,年轻村干部的

社会脱嵌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1)生活面向不在村。 年轻村干部即使生活在村庄,其生活也是面向城镇的。 年轻村干部的

学历水平一般是大中专学历,其生活经历中有一个漫长的学校学习时期,这个时期与村庄的关联并

不紧密;而毕业以后,年轻村干部有一个外出的务工时期,一般是去沿海地区或大城市,然后再回到

县域创业或留守村庄。 在学习期间和务工时期,年轻村干部的主要生活空间都在村庄之外,村庄生

活经历比较匮乏。 更重要的是,长期在城市生活,年轻村干部的生活观念更多地受到城市现代价值

观的影响,以城市化为生活的基本面向,即使暂时居住在村庄,其最终目标也是进城。 在 BF 村和

XM 村的 35 岁以下村干部中,已经进城买房的占到一半左右,其余一半也都有进城买房的强烈意

愿。 即使没有进城买房,年轻村干部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完全城市化了。 例如,BF 村的 90 后女性村

干部丁新,虽然在村里居住,但周末常去城区逛街,去一次就要花 1 000 元左右,与城里人的消费水

平没有什么差异,生活方式已经高度现代化了,未来的打算也是要到城区买房。
(2)社会关系不在村。 年轻村干部与村民的社会关系也比较疏远,在村庄中未能建立起广泛

深厚的关系网络。 村民的社会关系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别,年轻人由于生活空间长期不在村,其社会

关系网络主要在村庄之外,而中老年人由于长期在村生活,社会关系网络也主要集中在村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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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由于年轻人都普遍外出务工,村内的同龄人较少,年轻人即使在村也缺少在村庄内建构关系的

机会和空间。 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在村民的人情往来上,村庄内的红白喜事,年轻人即使在村也不

参加,而是由其父母参加。
(3)价值归属不在村。 年轻村干部由于长期不在村,对村庄内部的价值规范并不熟悉,更缺乏

归属。 村庄内部拥有自身的地方性价值规范,村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对于这些价值规范自然习

得并内化于心,熟人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空间,更是一个意义空间,为村民提供了社会性价值和

本体性价值等诸多价值来源[17]。 但是,年轻村干部由于缺少村庄生活经历,对村庄内部的价值规

范并不熟悉,而且由于其生活面向是面向城镇,其在价值抉择的过程中,本身就对村庄内的地方性

价值存在排斥心理,因此难以建立对村庄的价值归属。

三、简约治理模式的削弱

村干部与村庄的脱嵌会对村庄治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它使得村庄治理中建立在村庄社会基

础之上的半正式治理被消除,从传统时期一直延续下来且有效运行的简约治理模式也因此被削弱。
黄宗智指出,简约治理是一种半正式的行政方法[18]:“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

下的治理冶“这些准官员不带薪酬,在工作中也极少产生正式文书冶 “很大程度上自行其是冶。 狄金华

认为,简约治理可以从 2 个角度来理解:一是治理主体 /机构的简约性。 即国家依靠不受薪的半正

式官员对村庄进行治理;二是治理规则的简约性。 即国家通过认可地方性规范的合法性,通过调用

地方性规范等社会性资源,完成国家在基层的有效治理[19]。 总而言之,简约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

村庄治理的低成本,而这建立在国家对半正式官员和地方性规范等村庄内部社会性资源的调用和

借用上,由此,在实现村庄内部有效治理的同时,降低了国家的治理成本。
而由于年轻村干部与村庄的脱嵌,使其在村庄内部缺乏必要的社会性资源支持,传统的简约治

理模式也因此被削弱。 借用狄金华对主体和规则的区分[19],简约治理的削弱表现在以下 2 个

方面。
(一)社会性激励的弱化

村干部具有“亦官亦民冶的双重身份,是当前村庄治理中的半正式治理主体。 由于这种双重身

份,村干部的激励并不限于误工补贴等制度性激励,同时也包括人情面子等社会性激励。 村干部的

社会性激励建立在村庄内部文化网络的基础上,村干部作为村庄的一员,嵌入文化网络的程度越

深,其所获得的社会性激励也越强。 社会性激励的存在使得村干部的行为动机倾向于保护村庄利

益,其为村民服务的动力也更强。
年轻村干部由于和村庄的社会脱嵌,游离于村庄的文化网络之外,很难产生社会性激励,其主

要激励来自经济激励。 而在经济激励中,由于大多数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的利益比较稀薄,缺少非正

式的获利空间,村干部的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于制度化的工资收益。 由于缺少社会性激励,年轻村干

部普遍以职业化心态来看待村干部工作,将其视为一份挣钱养家的工作,与其他的工作并无本质区

别。 学者之前讨论村干部职业化大多是从乡镇管理的角度进行的,指的是乡镇对村干部进行坐班

考勤、绩效考核等职业化的管理办法[20];而年轻村干部的职业化心态与此不同,是村干部的岗位认

知向职业化的转变,村干部不再是一份通过干事创业实现自身价值的事业,而成了赚取收入的一份

职业。 这种职业化心态使得村干部缺乏对村庄发展的责任意识和对村民的情感投入,只是将村民

看作客户一样的服务对象,一位年轻村干部说:“做群众工作就是谈客户,要问到村民的痛点难点,
然后各个击破。冶还有一位年轻村干部认为村庄工作“可以外包,用钱解决冶。

(二)地方性规范的失效

在传统的简约治理中,国家通过认可地方规范的合法性,借助地方性规范对村庄进行治理。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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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向基层的延伸,国家与地方性规范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地
方性规范可能会将国家权力吸纳和扭曲[21],两者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地方性规范与国家规则不

相互冲突的时候,国家仍然会积极借用地方性规范。 因此,地方性规范在村庄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是重要的社会性治理资源。 而年轻村干部由于和村庄的社会脱嵌,对村庄内部的地方性

规范并不熟悉,无法将其援引应用到日常治理中来,导致其群众工作能力较为低下。
1郾 年轻村干部脱离于村庄内的人情规范,在村民中间缺乏权威

XM 村的老会计邢任强形容老村干部和年轻村干部在做群众工作的差别时说:“年轻村干部只

会讲政策,群众不爱听;老村干部下去了,不会干巴巴地讲政策,而是在嬉笑怒骂中把工作做了。冶
之所以会出现对于年轻村干部很难而对于老村干部却很简单的工作,就是因为老村干部的社会关

系网络都在村里,村民并不是看政策内容本身,很多时候是看村干部本人的人情面子,这正是地方

性的人情规范在背后起作用。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群众工作也并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
是一个权威积累的过程。 村干部的权威不仅仅来自于村庄治理过程,同时也来自于日常的为人处

事,其权威积累是全方位的,年轻村干部因为缺少村庄生活经历,所以也缺乏村庄内部的权威积累。
XM 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村民小组组长要兼任村民红白事的总管,负责组内村民的红白事,而
XM 村的村干部一般都会兼任组长,因此,也大多是各自小组的红白事总管,并在担任总管的过程

中积累了权威。 但是,村干部年轻化以后,小组长兼任红白事总管的规则就难以继续实行,主要原

因是年轻人长期不在村,缺少时间参与红白事,而且由于对红白事的地方性规范缺乏了解而无法胜

任。 有趣的是,村民之所以支持年轻村干部的工作,并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工作能力强,而恰恰是村

庄内部的人情规范在起作用,很多时候村民是看在年轻村干部父辈的面子上而支持年轻村干部的

工作。
2郾 年轻村干部不熟悉村庄规范,无法将村庄规范转化为治理资源

李怀印指出,构成村社共同体最核心的要素是村社之中“活着冶的规则———话语,话语反映的

是村社成员对规定其权利义务关系的地方性规范的一致性认知,每个村民都受到地方性规范的制

约,同时也是村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22]。 因此,作为一种话语资源,通过对地方性规范的援引,村
干部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还能够增强其对村民的约束力。 而年轻村干部由于对地方

性规范不熟悉,无法将地方性规范作为一种话语资源加以援引,因此,无法对农民的行为施以有效

的引导,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落地时往往面临困境。 XM 村在改厕过程中,一户村民因为更习惯旱厕

而拒绝改厕,妇女主任柳雨上门做了几次工作都无功而返,村书记不得不请老会计邢任强去做工

作,邢任强对农户说:“国家政策这么好,又不需要你出钱,现在整个组只剩你一家人了,你自己想

想,全村都是这个政策,全镇也是这个政策,整条街道就你们家厕所还在外面,将来你儿子结婚的时

候,看到这个厕所多难看呀,而且你让村民们怎么看你?冶该村民听了老会计的话很快就同意改厕。
邢任强的工作之所以有效,原因在于其有效利用了地方性规范的约束性力量,如果全村都改厕了,
就这一户村民未改厕,在地方性规范的语境中,就会形成该户村民爱走极端的认知,尤其是在儿子

谈婚论嫁时,女方家人就可以通过厕所来判断这户村民在村庄中的为人处世,可能会因此毁掉儿子

的婚事,而当前农村男青年普遍面临着娶妻难的问题,给儿子娶媳妇也是父母最操心的事,邢任强

正是利用了村民对娶妻这件事的关切,灵活地调动地方性规范,做通了村民的工作。

四、村级治理的悬浮化

简约治理模式削弱之后,国家无法再借用村庄内的社会性资源进行村庄治理,治理成本必然升

高。 但治理成本的升高并不必然带来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反而导致了村级治理的悬浮化。 所谓

悬浮化是指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松散化,周飞舟最早提出了“悬浮型政权冶的概念[23],指出基层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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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从税费收取转变为转移支付,基层政府的行为模式也发生变化,其治理重心变为向上“跑钱冶
和借债,而与农民关系日渐疏远,对农民需求的回应能力逐渐弱化,在这里可以看到,政权悬浮是由

于国家权力的向上集中导致的。 村干部作为村级组织负责人,具有代理人和当家人的双重身份,兼
有行政与自治的双重职能,村干部与村庄在社会结构上的脱嵌,会导致村干部与村民的利益分离,
进而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松散化。 朱战辉在对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现象的分析中指出,富人脱嵌

于村庄社会结构,其参与村庄政治的动力在于追逐私利,但同时又缺乏村庄社会结构的有效约束,
因此形成了悬浮型村级治理样态[24]。 可见,村干部与村庄的关系和财政权力向上集中一样,都会

造成村级组织的悬浮化,只是在既有的“悬浮型政权冶状态下,村干部年轻化进一步加深了悬浮化

的程度。 在本文中,年轻村干部脱嵌于村庄社会,村干部只是一份职业,对村民的需求缺少感知和

回应能力,因此走向悬浮化。 村级治理的悬浮化具体表现在内卷化和非正式顾问化 2 个方面。
(一)村级治理的内卷化

由于年轻村干部的激励主要来自制度化的工资激励,工资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村干部队伍

的稳定性。 G 镇目前的主职村干部工资为 2 380 元 /月,普通村干部工资为 1 380 元 /月,并且每月

只发放 60% ,其余 40%作为绩效工资在年底集中发放。 1 380 元 /月的工资远远低于外出务工的收

入水平,因此,无法吸引年轻人回村。 村干部年轻化主要是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策要求而强制

推行的。 从换届情况看,年轻人的低意愿体现在以下 2 个方面:(1)年轻人做村干部是被动员的,
很多都是之前的老村干部反复做思想动员后才被动加入的。 例如,XM 村的村委会委员花宁,其公

公就是原来的老村干部,在公公的反复动员下,花宁才愿意担任村干部。 (2)出现了挂名村干部。
所谓“挂名冶村干部即只挂名不做事,目的是为了符合村干部年轻化的政策要求。 由于村干部工资

缺乏吸引力,换届后的村干部队伍不稳定性仍然较高。 当前的工资水平下,年轻村干部普遍是以副

业心态对待其所承担的村干部工作,缺少长期工作的打算,可能会随时退出。 XM 村的妇女主任柳

雨说,自己当时在村里带孩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在村里上班还能挣点钱补贴家用,没想到的是当

了村干部以后,由于事情太多,经常要加班,反而耽误了带孩子。 为了保证村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地
方政府就必然要提高村干部的工资水平,实现村干部的职业化,并建立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进行管

理。 G 镇所在区在村干部换届完成以后,出台了配套措施,将村干部平均工资提升了 1 000 元左

右,主职村干部收入近4 000 元,副职村干部收入达 2 000 多元;并将村干部提级管理,由街道办管

理上升到县委组织部直管,区委组织部制定了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对村干部的培训、考核、监督进行

制度化管理,并要求村干部从目前的每天值班变成全员坐班。
研究发现,村干部年轻化必然会倒逼村干部的职业化淤,而在职业化的管理体系下,村级治理

也日益行政化。 在行政化的村级治理中,一方面,村级治理日益被纳入到国家治理的整体范畴中;
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技术治理等方式加强了对村级治理的规范化管理[25]。 在此情况下,为完成

自上而下的规范化管理要求,办事留痕、文档整理、表格报送等材料工作显著增加,村级治理的行政

负担也日益加重[26]。 年轻村干部由于其自身的文化水平更高,也能够胜任日益增多的材料工作。
例如,XM 村的材料工作以前主要由老会计邢任强一个人就可以完成,需要电脑操作的材料工作可

以请村医或者村幼儿园老师帮忙,但邢会计明显感觉,最近几年的材料工作越来越多,且越来越技

术化,他一个人很难应付过来。 目前 XM 村的 4 个年轻村干部都需要参与材料准备工作,其中妇女

主任柳雨负主要责任,其他年轻村干部分别负责党建、残联、环境治理中的一部分材料准备工作。
随着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村干部与村民日益脱离,最终导致其自治职能日益弱化。 一方面,随

着自上而下行政控制的加强,村干部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上,回应村民自治需求

的注意力被挤压;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性激励的弱化,村干部也缺少回应村民自治需求的内生动力。

14
淤 此处的职业化是指基层政府所建立的职业化管理体系,而非年轻村干部的职业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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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级治理事务数量有限且缺乏分化,而且具有关系嵌入的特征,更适宜用半正式的自治型村级组织

来进行治理[27]。 而在行政化的村级治理中,规范化的统一性要求难以与每个村庄的特殊情况相互

匹配,其治理目标与村民实际治理需求日益脱离,反而为村干部增加了大量的材料工作负担,村级

治理的形式主义问题日益凸显,陷入了忙而无功的内卷化困境。 本文中村级治理内卷化,是指由于

村干部的过度行政化导致国家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难以与村庄实际情况相匹配,进而导致村干部

只能从形式上完成上级任务,村级治理因此陷入忙而无功的行政空转状态。 在这种内卷化状态下,
村干部与村民的心理距离日益疏远:村民看到村干部整天呆在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却不知道都在忙

些什么;而村干部也缺少和村民打交道的机会,也不知道村民的心里都在想什么。
(二)村级治理的非正式顾问化

在简约治理模式中,村干部能够将地方性规范转变为治理资源,进而提升其治理能力。 但是,
随着村干部年轻化和简约治理模式的削弱,社会性治理资源对于年轻村干部不再有效,导致其群众

工作能力显著降低。 目前,年轻村干部由于擅长操作手机电脑等信息设备,能够为村民提供便捷的

政务服务,如 G 镇的养老保险以前是现金缴纳,现在变成了网上缴纳,年轻村干部能够指导老年居

民进行网上缴纳。 但是,村级治理不仅仅包括服务性内容,同时还包括管理性内容,大量的治理任

务需要对村民的利益进行协调才能完成,而这需要村干部具有较高的群众工作能力,这恰恰是年轻

村干部所欠缺的。 在 XM 村的改厕过程中,即使国家政策已完全免费进行改建,少数村民也不配

合,这就需要有村干部去做群众工作,但是上文提到妇女主任柳雨的例子就说明,年轻的村干部缺

乏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导致国家政策在村庄面临着落地难的问题。
为了应对年轻村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已经退出村两委班子的老村干部又以各种非

正式的方式参与到村级治理中,形成了年轻村干部在前台、老村干部在后台的双层治理结构。 在双

层治理结构中,老村干部成了村级治理的非正式顾问,村级治理逐渐被顾问化,此情形具体体现在

以下 3 个方面。 (1)返聘老村干部。 很多老村干部由于不符合年龄要求,退出了村干部队伍,但是

其又是原村两委班子中的核心骨干,对于村级治理不可或缺,在村级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很多村以

返聘的形式又将老村干部吸纳进了村级组织中,尤其是各个村的老会计,被返聘的比例非常高。 老

会计被返聘比例高的原因有二:一是老会计长年在村里工作,对村里情况非常熟悉,且积累了较高

的威望;二是老会计管理公章,村民盖章需要随叫随到,老会计一般都是常年居住在村,能够满足公

章管理要求,而年轻村干部更愿意按时上下班,不愿意随叫随到。 (2)老村干部与年轻村干部工资

分成。 年轻村干部满足年龄条件,但缺少时间,无力承担村里工作,因此,部分年轻村干部会找一个

居住在村的老村干部帮助其代理事务,其工资互相分成。 其中最极端的一种形式是,老村干部的子

女或亲友挂名村干部,而老村干部仍然承担日常工作。 (3)老村干部救火。 前文已述,年轻村干部

由于担任村干部的意愿不强,很多都是老村干部动员来的,和老村干部之间具有紧密的社会关系,
因此,当其工作遇到治理难点时,常常通过私人关系请老村干部出面协调。 例如,XM 村村委会委

员花宁的公公以前当过村支部书记,花宁说:“有些村里的事还需要我公公出面,他脾气不好,大家

都不敢惹他,平时很多工作我不懂也是他在背后指导我。冶
村级治理非正式顾问化说明村级治理的有效运转难以离开老村干部的参与,村干部年轻化无

法完全满足村级治理的实际要求。 在双层化的治理结构中,年轻村干部虽然占据着村干部的体制

性角色,但却与村民处于脱离状态,群众工作能力较低;老村干部虽然和村民处于联结状态,但是因

为缺乏体制性角色,其在村级治理中的合法性也大大降低,只能承担辅助性的角色,其群众工作能

力也无法得以充分发挥。 此外,双层治理结构是村干部年轻化政策的直接后果,说明年轻村干部未

能完全填补老村干部退出留下的权力真空,反而导致村级治理处于一种新旧混杂的畸形状态。 需

要指出的是,这种新旧混杂的畸形状态并不是过渡性的,而是长期性的。 这主要是因为年轻村干部

和村庄处于脱嵌状态,缺乏社会性治理资源,因此群众工作能力较低,且由于这种群众工作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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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村干部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嵌入关系基础上,在缺乏嵌入性的情况下,年轻村干部的群众工作能

力很难在工作过程中得到培养训练。
需要说明的是,老村干部以非正式顾问的形式参与村庄治理,并不意味着形成了一种新的简约

治理模式。 本文使用的简约治理概念来自黄宗智的研究[18],在黄宗智的原始定义中,简约治理的

主体是不带薪酬的准官员,他们虽然不是正式的政府官员,但是同时又具有体制性地位,因此,村级

治理中的简约治理,特指村干部借用村庄内部社会性资源所进行的治理。 而老村干部以非正式顾

问化的方式参与村级治理,是年轻村干部利用其与老村干部的社会关系动员的结果,是为了解决村

干部年轻化以后群众工作能力不足的问题,所采用的应急之策,老村干部本身参与工作又缺乏正当

的体制性身份,因此难以称其为简约治理。

五、结语

“谁来治村冶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村干部年轻化成了部分地区对这一问题

的实践解答。 本文通过对陕西西安 G 镇的村干部年轻化现象的实践分析,发现村干部年轻化并未

将村干部的人力资本优势转化为村级治理能力,反而造成了村级治理的悬浮化。 年轻村干部虽然

具有法律上的村民身份,但其实际上却已经脱嵌于村庄之外,成为“村里的村外人冶。 在经济层面,
年轻村干部由于生产不在村,其自身利益和身体也不在村;在社会层面,年轻村干部由于缺乏村庄

生活经历,其生活面向、社会关系和价值归属均不在村。 年轻村干部与村庄的脱嵌,导致了传统的

简约治理模式的削弱,村干部的社会性激励弱化、村庄内的地方性规范失效,社会性资源无法转变

成治理资源。 村级治理因此走向悬浮化,年轻村干部对制度性工资激励的依赖,倒逼了村干部的职

业化,进而加剧了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村级治理陷入与村民需求相脱离的内卷化困境;而年轻村干

部群众工作能力的降低,使得村级治理无法脱离老村干部的能力支撑,老村干部仍然在后台发挥非

正式顾问角色,由此形成了年轻村干部在前台、年长的老村干部在后台的双层治理结构,这是一种

新旧混合的畸形管理状态。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背景下,基层的治理事务增多、治理标准提高、治理资源下沉、治理过

程精细,这对村干部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懂电脑、会使用手机成了村干部需要具备的重

要技能,村干部年轻化也成为基层治理转型的一个趋势,村干部年轻化政策因此具有合理性。 但

是,村干部年轻化政策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变成了对老村干部的排斥,变成了全盘年轻化,不仅没

有提升,反而降低了村级治理能力。 应该看到,传统的村庄社会结构尚未解体,简约治理模式在村

级治理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老村干部与村民的联结要强于年轻村干部,群众工作能力也更强。
因此,村干部年轻化的推进,需要与既有的村干部队伍有序衔接。 从陕西西安 G 镇的例子可以看

到,之所以出现村干部全盘年轻化,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干部政策规定了 55 岁的年龄上限,而从实

际情况看,50 多岁在农村仍然是能干事情的年龄,年龄偏大并不会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能力。 因此,
村干部年轻化的重点应当是将年轻村干部有序地吸纳进既有的村干部队伍中来,并充分释放其人

力资本优势。 在这方面,各地积极探索的后备干部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形成老中青有机结合

的梯度结构,综合利用不同年龄段村干部的能力优势,提升村级组织的总体治理能力;同时,还能够

为年轻村干部的工作提供一个缓冲期,年轻村干部能够通过观察学习和经验积累快速提升自身综

合素质,从而为村干部队伍培养出合格优秀的治理人才。
本文认为,村干部年轻化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现阶段村干部年轻化具有其特殊性。 首

先,由于是政策推动下的年轻化,现阶段年轻化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并呈现出了女性化等新特征。
其次,由于人口外流背景下村庄社会结构的变动,年轻村干部与村庄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产生

了经济脱嵌和社会脱嵌的问题,这也使得年龄成为衡量村干部来源的一个突出变量,不同年龄段的

34



2023 年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村干部与村庄的关系存在根本的差异,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也不同。 因此,本文并不是反对一切的村

干部年轻化,而是反对现阶段的与村庄脱嵌的村干部年轻化,村庄治理应该注重让留守村庄的中老

年干部发挥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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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er Village Cad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pension of Village鄄level Governance
———Take G Town in Xi忆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 Yongjun1,2

(1.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2. Beijing 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China)

Abstract: "Who will govern the villag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mooth advanc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youthful village cadres has become a practical answer given by some
region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younger village cadres in G town, Xi忆an,
Shaanxi, the study found that younger village cadres did not turn the advantages of young
people忆s human capital into villag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but instead caused the suspension
of village鄄level governance. Young village cadres and the village are in a dual de鄄embedding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de鄄embedding and social de鄄embedding. Not only are their interests
and bodies not in the village, nor their life orientation, social relations, and value attribution
are in the village. This led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simple governance model, social incentives
for village cadres weakened, local norms in the village failed, and social resources cannot be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resources. Therefore, village鄄level governance tends to be
suspended: on the one hand, it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involute separation from the needs of
the villagers; on the other hand, it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informally consulting the old village
cadres and relying on the old village cadres. The key to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village鄄level governance is not in overall rejuvenation, but in the echelon construction of reserve
cadre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village governance; village cadres; youthfulness; simple
governance; sus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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